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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稳定性与可变性：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 

岳  童  黄希庭  徐  颖  潘思存 

(西南大学心理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400715) 

摘  要  价值观的稳定性和可变性一直是该领域争论的焦点所在。近些年来, 研究者开始从认知神经科学的

角度来探讨导致价值观稳定性差异的机制问题。已有的神经反应证据表明, 当某种价值观是基于道义主义的

绝对规则来进行认知建构的, 或与自我概念在表征上存在一致性时, 其更倾向于保持稳定的状态; 若非如此, 

便可能会在外界影响(如他人劝说)下发生重要程度上的改变。未来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认识价值观稳定性

与可变性关系的认知神经加工模型, 并探索价值观长效改变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 以促进理论研究在价值观

教育中的实践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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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价值观是人们判断是非、善恶、得失的信念

系统, 它不但引导着我们追寻自己的理想 , 还决

定每个人在生活中的各种选择(黄希庭, 2014)。心

理学领域对价值观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 在其心

理结构、加工过程、作用功能及测量工具方面进

行了大量研究, 并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推

进(黄希庭, 郑涌, 2005)。价值观一般被研究者认

为是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Rokeach, 1973), 很多

学者认为价值观一旦形成, 只能在已有的价值观

结构内发生微调(Lubinski et al., 1996; Schwartz & 

Rubel, 2005)。然而, 不论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经验 , 还是从已有的研究结果 (Rokeach, 1973; 

Sheldon, 2005)来看, 都表明人们某些价值观可以

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关于价值观的稳定性和可变

性的问题, 长期以来都是相关研究者争论的焦点

所在。 

关于价值观稳定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

面, 一是在 Schwartz 的价值观理论框架下, 借助

于相应的价值观量表[如 Schwartz 价值观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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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artz Value Survey, SVS, Schwartz, 1992), 

Schwartz 肖像价值观问卷 (The Portrait Values 

Questionnaire, PVQ, Schwartz et al., 2001)], 从纵

向研究视角揭示价值观跨时间和跨情境的稳定性

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并发现个体在很多价值观的

重要性排序上基本可以保持稳定(Milfont et al., 

2016; Sundberg, 2016); 其二是关注价值观中最稳

定的成分, 如保护性价值观(protected values) (指

拒绝进行功利交易的价值理念 ) (Gibson et al., 

2016), 并探讨其在面对利益诱惑或社会影响时是

如何对抗冲击的(Atran & Ginges, 2015)。总的来说, 

前人大量研究表明, 人们的价值观重要等级排序

在总体上可以保持稳定, 且某些价值观可以有效

抵御外界环境信息带来的冲击, 具有绝对稳定的

心理特性。 

然而, 也有很多的研究结果发现, 某些价值

观在一定的情境或人为操作影响下是可以发生改

变的。Bardi 和 Goodwin (2011)将价值观改变界定

为某种价值观的重要程度发生变化, 并总结出了

5 种导致价值观改变的方法 , 它们分别为启动

(priming) [e.g. 双文化背景下的被试会根据文化

线索表现出相应的价值观念(Gardner et al., 1999), 

如接受个人成就的信息后会启动个人主义价值观, 

接受家庭责任的信息后会启动集体主义价值观

等]、适应(adaptation) [如移民的价值观会渐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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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趋同 , 而慢慢远离其出生地的价值观

(Lönnqvist et al., 2013; Rudnev, 2014)]、身份认同

(identification) [如为人父母的身份带来的价值观

的转变, 常常会使新生儿父母更为强调保守价值

观的重要性(Lönnqvist et al., 2018)]、自我一致性

维持(consistency maintenance) [如先改变个体的

行为, 然后让个体自己调整价值理念来解释已作

出的行为(Grant & Sagiv, 2009)]和劝说(persuasion) 

[如提供给青少年相关劝说事实后, 其刺激、自我

定向以及普世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性明显提升, 而

安全、遵从等价值观的重要性降低了(Döring & 

Hillbrink, 2015)]。 

综上所述, 过往研究证据表明, 人们所持有

的价值观既具有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 又能在一

定的情境发生改变。这也就意味着, 单独讨论价

值观是具有稳定性还是可变性均有失偏颇, 而更

应该将价值观视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黄希庭, 

2014)：在不断地与环境信息发生交互作用过程中, 

某些价值观更倾向于维持稳定, 而某些价值观则

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发生改变。然而, 以往的研

究大多从现象层面来揭示和描述价值观维持稳定

或发生改变的趋势 , 少有对其背后机制的探讨 , 

也未有研究者尝试解析和统合关于稳定性或可变

性之间的争论。近些年来,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

兴起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技术的发展, 揭示价值

观的心理加工过程及认知神经机制问题成为了可

能, 这也为理解价值观的稳定性和可变性问题提

供了更为直观的分析视角和依据。有鉴于此, 本

研究将在梳理和总结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相关研究

基础上, 围绕“某些价值观如何维持稳定”和“某些

价值观如何发生改变”这两个问题展开论述 , 并

试图从神经加工机制层面统合价值观稳定性和可

变性的争论, 最后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展望, 

以期对今后该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2  价值观何以维持稳定 

保护性价值观往往被视为价值观系统中最为

稳定的部分, 对其认知神经加工模式的探讨有助

于了解某些价值观得以维持稳定的原因。因此 , 

本文接下来将以保护性价值观为典型代表, 分别

从认知建构方式及与自我概念的关系两个方面来

论述其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的认知神经作用模式。 

2.1  基于道义原则的认知建构方式 

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系列抽象的观念表征(黄

希庭, 2014)和社会规则的集合(Zahn et al., 2007)。

人们对价值观念的加工方式基于两种：道义原则

(deontological)和功利原则(utilitarian)。前者更注

重对事件行为性质而非结果的判断(Baron, 2009), 

且只有绝对正确或错误的二元性区分, 与道德直

觉(moral intuition)相似; 而后者是在效用框架下

进行的, 往往在利弊权衡后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做出决策。而很多研究发现, 保护性价值观正

是采用了道义原则而非功利原则的认知建构方

式。例如, Berns 等人(2012)发现, 相比于非保护性

的价值观, 被试对保护性价值观的加工主要使用

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和腹外

侧前额叶(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vlPFC)这

两个脑区, 而在前人研究中它们分别与对信念的

道德判断(Young et al., 2010)及语义规则的提取与

加工有关(Sharot et al., 2012)。与之相对的是, 对

非保护性价值观的加工更多地激活了顶下小叶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s, IPL), 这一脑区在之前研

究中主要参与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计算与决策过程

(Bhanji et al., 2010; Kable, & Glimcher, 2009)。这

表明, 对于保护性价值观的加工人们可能采用了

绝对规则的方式, 而并非权衡利弊再进行判断。

在此基础上 , Hamid 等人 (2019)招募了虔诚军

(Lashkar-e-Toiba, 南亚地区最为活跃的伊斯兰恐

怖组织)的支持者来考察保护性价值观是如何在

信念系统中占据核心位置的, 结果发现相比于非

保护性的价值观, 当要求被试报告自己为保护性

价值观而献身的意愿时 , 其背外侧前额叶的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活动有了更

显著的减弱。其中, 背外侧前额叶往往被认为参

与到了认知控制和反应抑制加工 (Carter & van 

Veen, 2007), 这可能说明人们在表征保护性价值

观时较少地进行权衡和思量, 而更多地依赖一种

“对 vs 错”的道义论式的自动加工模式。 

基于道义原则的规则建构方式可以使得保护

性价值观在面对社会从众压力或利益诱惑时保持

极大的稳定性。例如, 在 Pincus 等人(2014)的研究

中, 首先让被试在一些价值观陈述中表达其认同

程度, 随后向其呈现有多少人不同意他们的价值

观, 以通过同辈影响来考察被试是如何在社会压

力下坚持自己价值选择的。脑成像研究结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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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呈现刺激是个体的保护性价值观, 他们在同辈

压力影响下坚持自己价值观时腹外侧前额叶的活

动有明显的增强。腹外侧前额叶往往被认为与语

义规则的提取有关(Sharot et al., 2012), 这可能表

明此时个体是依赖于道义原则来对抗社会影响的, 

即呈现的保护性价值观于他们而言是绝对正确的

理念, 不容置疑。同样, Dogan 等人(2016)探讨了

个体是如何在金钱诱惑面前坚守自己的诚信价值

观的。他们要求被试扮演 CEO 的角色, 并在诚实

报告公司收入或虚报公司收入以获得个人财富提

升之间进行选择。研究结果表明, 更加看重诚信

价值观的个体在面对经济诱惑时, 背外侧前额叶

和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is gyrus, IFG)的激活程度

也更强。由于额下回在之前的研究中多与语义规

则的表征有关(Souza et al., 2009), 而背外侧前额

叶主要参与到了认知控制及反应抑制过程(Carter & 

van Veen, 2007), 因此 Dogan 等人(2016)的结果可

以解释为, 那些特别看重诚信价值观的个体可能

通过提取绝对性的规则表征并进行认知控制来抑

制金钱的诱惑, 从而使得他们可以一直坚持诚信

的原则。 

综上所述, 保护性价值观之所以能够维持稳

定, 与其基于道义原则的认知建构方式有很大关

系, 这使得保护性价值观的原则性非常强, 可以

有效抵御外界环境影响的冲击。 

2.2  与自我概念在表征上的一致性 

近些年来关于保护性价值观认知神经机制的

研究还发现, 这类价值观往往与自我概念在表征

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例如, 在 Brosch 等人(2012)

的研究中, 要求被试完成两种任务：思考某种价

值理念对自己来说有多重要(价值观判断)或自己

有多喜欢某种行为(经济价值判断)。脑成像研究结

果表明, 相比于经济价值判断, 对价值观的判断

会激活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这一与自我相关信息加工密切相关的脑区。另外, 

对价值观重要性的评价还与楔前叶(precuneus)的

激活程度有关, 而楔前叶一般被认为参与了与自

我有关的情节记忆和自我反思过程(Fransson & 

Marrelec, 2008)。该结果初步说明, 重要的价值观

在表征上与自我概念存在重合性。更进一步的证

据来自于 Kaplan 等人(2016)的研究, 他们使用具

有生态效度的实验材料(在网上筛选出的代表不

同价值取向的故事)来考察保护性价值观和一般

价值观在神经表征上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 被

试在理解保护性价值观时相比于非保护性价值观

更多地激活了大脑的后内侧皮质(posterior medial 

cortices, PMC) [包括楔前叶和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颞顶联合区以及内侧前额叶等脑区 , 

这些脑区在之前的研究中都被发现与自传体记忆

及自我信息加工密切相关(Araujo et al., 2014), 从

而进一步表明保护性价值观在进行加工时需要自

我加工系统的参与, 即与自我概念在认知表征上

存在高度一致性。 

从自我的功能来看, 保护性价值观与自我表

征之间的紧密联系可能是维持其稳定性的一种重

要策略。自我位于整个人格系统的核心位置, 个

体的认知、情感、动机和意志行为都要在自我的

统合下发挥作用(郭永玉, 2018), 人们对与自我有

关的信息总会表现出积极的情感偏好 (Falk & 

Scholz, 2018), 这就使得被纳入到自我概念中的

价值观更容易得到个体的重视。例如, Verplanken

和 Holland (2002)的研究便发现, 价值观对行为的

影响与其自我内化的程度有关, 只有经历了自我

认同的价值观对个体而言才是重要的, 并能对相

关行为产生直接影响。随后的行为研究也证实 , 

当将价值观内化到自我系统, 启动并突出自我时, 

价值观对相应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增强 (Ehret, 

2019; Tao & Au, 2014)。Pretus 等人(2019)所进行

的脑成像研究结果也表明, 被试表达自己为了某

种价值观战斗或赴死的意愿越高, 其腹内侧前额

叶 的 活 动 水 平 越 强 。 其 中 , 腹 内 侧 前 额 叶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在之前的

研究中既与决策过程里的主观价值赋值有关

(Bartra et al., 2013), 又涉及到自我相关的信息加

工过程(杨帅 等, 2012), 而背外侧前额皮层与协

商推理及整合成本效益计算相关。该研究结果从

神经加工的角度表明, 可能正是由于对某种价值

理念经历了自我内化过程, 个体才会对其主观赋

予最高价值, 这使得人们在加工这种价值观时较

少地去进行认知权衡, 继而把它当成一种难以撼

动的理念。而反过来说, 当某种价值观被纳入到

自我概念中时 , 便会成为其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Hitlin, 2003), 改变这种价值观便意味着自我图

式发生改变, 其心理成本是巨大的, 可能会引发

个体的认知失调(Grant & Sagiv, 2009), 这也可能

是保护性价值观难以发生改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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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结 

通过对保护性价值观脑成像研究的分析与回

顾, 可以总结出某些价值观能够维持稳定的心理

作用模式。首先, 保护性价值观是基于道义原则

的方式进行认知建构的, 这就使得相关的价值信

念成为一种不可更改的“绝对真理”, 在面对冲击

时可以绕开利益权衡和逻辑推理过程, 因而非常

稳定。其次, 保护性价值观与自我概念系统在表

征上具有很大的同一性, 从而使得被纳入到自我

系统中的价值观有更强的动机维持其与自我的一

致性, 并被主观赋予了最高价值, 这可能更增加

了其稳定性。以上作用模式为理解价值观的稳定

性提供了认知神经加工层面的视角和证据, 同时

也暗示着价值观发生改变的可能路径：如果某种

价值观不是以一种“绝对”规则的方式进行建构的, 

或者未被纳入到自我概念之中, 是否意味着该价

值观更容易发生改变呢？ 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 

将对此问题进行阐述。 

3  价值观何以发生改变 

虽然很多方法均被证明可以有效地改变个体

原本持有的价值理念, 但目前认知神经领域的实

验研究基本集中在劝说领域, 即通过劝说使个体

提升对新价值理念的重视程度或放弃对固有价值

观的坚持。有鉴于此, 本文接下来将以劝说如何

使某些价值观发生改变为代表, 对其背后的认知

加工模式进行论述。 

3.1  价值规则的利益权衡与认知重评 

如前文所述, 保护性价值观之所以能够维持

稳定, 与其基于道义原则的认知建构方式有很大

关系, 这就使得相关的价值观成为一种绝对性的

规则, 因而很难发生改变。然而, 并非所有的价值

观都是以道义原则的方式进行建构的。功利原则

是另一种建构价值规则的方式, 意指当个体在多

种价值冲突中进行选择时, 会计算每种倾向的预

期收益并进行比较, 以做出最能使个体适应环境

的决策(Brosch & Sander, 2013)。劝说能发挥作用

的一个重要内在逻辑便是向个体说明新观念的优

势或旧有理念的不足 , 以使个体进行价值权衡 , 

并做出最优化的决策和改变 (Falk & Scholz, 

2018)。而相关的脑成像研究表明, 在劝说过程中, 

伴随着对新价值理念的接受, 负责价值评估和计

算的脑区的确有显著的激活。例如, 在 Cooper 等

人(2017)的研究中发现 , 当劝说久坐人群改变其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并接受健康生活理念时, 他们

价值计算系统的功能连接强度与在实验后久坐行

为是否发生实质性改变有关：腹内侧前额叶和腹

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 VS)在“增加身体活动”

的健康观念的刺激下激活及连接水平越强, 随后

久坐的时间缩减幅度越大。在前人研究中, 腹内

侧前额叶和腹侧纹状体在对初级价值信息(如食

物、性)和次级价值信息(如金钱)如何最大化的功

利计算(Bartra et al., 2013; McNamee et al., 2013)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Cooper 等人(2017)

认为健康生活的观念可能会使某些久坐个体意识

到健康的好处, 在大脑中进行权衡, 进而根据自

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更改自己原有的生活理念。

同样, 关于吸烟者的研究也发现, 当向他们呈现

吸烟有害的负面信息后, 腹内侧前额叶和腹侧纹

状体有更强连接的个体更有可能改变其吸烟行为

(Falk & Scholz, 2018)。 

另外, 研究者一般认为, 价值观在建构过程

中存在不经思考的认知成分, 人们甚至难以为自

己的价值观提供有力的论据, 仅仅将其当成是需

要遵守的社会规则(陈莹, 郑涌, 2010)。因此, 当

价值观不是以基于道义原则的“绝对真理”形式进

行认知构建时, 通过有逻辑性的劝说便有可能使

个体认识到原有价值观的不合理之处, 进而改变

自己固有的价值观结构, 即发生了价值规则的认

知重评过程(Bardi & Goodwin, 2011)。Yomogida

等人(2017)从神经加工层面对上述认知重评过程

进行了探讨, 他们记录了被试对一系列价值观(如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打电话”)或知识信念(如“糖对

身体有害”)的认同程度, 然后对其进行四种劝说

任务：价值观赞同/反对及知识信念赞同/反对。在

劝说任务完成后, 再次要求被试对刚才呈现的价

值观和知识信念的赞同程度进行评定, 以了解其

价值观及知识信念发生改变的程度。结果发现 , 

价值观认同程度的改变相比于知识信念的改变更

多的激活了被试颞极(temporal pole)和背内侧前

额叶等脑区, 而这些脑区在加工社会信息(如与他

人的交流和推断他人心理状态)过程中发挥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Mars et al., 2012), 说明价值观改

变可能伴随着一系列观念判断和决策过程。另外, 

该研究还发现个体对某种价值观反对程度的提高

会伴随着左侧颞中回(middle temporal gyrus, M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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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增强, 结合前人相关研究结果(Buhle et al., 

2014; Wei et al., 2012)可以推知在这个过程中可

能发生了推理和认知重评等心理活动。通过上述

研究结果可知, 个体在接受劝说信息后, 对相关

信息进行了判断、推理及决策等一系列认知加工

过程, 某些固有的价值观在这种评估过程中可能

被判断为不再合理, 因此发生了认知解构 , 进而

导致认可程度下降。能够将某种价值观置于理性

范畴内进行反思和重评, 是价值观能够改变的必

要因素。这也就意味着, 能够发生改变的价值观

是“相对真理”, 而并非是基于道义原则的绝对规

则进行建构的。 

3.2  提升与自我概念的关联程度 

基于前文所述可知, 当某种价值观被纳入到

自我概念中时, 对其认可和重视的程度会明显提

升, 而这也可能是保护性价值观维持自身稳定性

的一种重要途径。然而, 并非所有的价值观都会

经历自我认同的过程, 而被排斥到自我概念之外

的价值观在重要程度上也相对较弱。那么, 如果

通过劝说提升原本在自我认同之外的价值观与自

我概念的关联程度 , 是否有助于增加其重要性 , 

继而改变个体与之一致的行为呢？ 

由于通过直接劝说的方式来强行使个体接受

某种原本不认同的价值观会带来自我威胁 (self- 

threat), 很多研究者往往再结合自我肯定 (self- 

affirmation)的方法, 即通过肯定自我的整体性和

价值来抵御这种威胁(Sherman & Hartson, 2011; 

Wakslak & Trope, 2009; 何垚, 黄希庭, 2012), 以

此来帮助相应的价值观与自我概念更为顺畅地进

行连接。借助于这种方法, 很多研究在开始在教

育和健康领域进行价值观和行为改变的实践应用

(Epton et al., 2015; Sweeney & Moyer, 2015)。最近, 

Falk 等人(2015)在神经反应层面对上述过程进行

了探讨。他们召集了倾向于久坐的被试(不重视健

康生活理念)参加实验, 并将其分为了实验组和控

制组, 并要求实验组的被试进行自我肯定练习(即

反思自己最看重的价值观)。在实验中, 给两组呈

现强调身体健康重要性和久坐威胁身体健康的劝

说信息, 并记录他们的神经活动及随后固有行为

是否发生改变。结果发现, 相比于没有经过自我

肯定训练的控制组被试, 实验组被试的久坐频率

有了明显的下降, 且下降的程度与其腹内侧前额

叶的活动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 腹内侧前额

叶是价值计算及自我相关信息思考的交汇区域

(Bartra et al., 2013; Levy & Glimcher, 2012), 这一

脑区的激活表明在上述过程中可能发生了“自我

价值整合(self-value integration) ”过程, 即通过劝

说将相关理念整合进个体的自我概念之中(Vezich 

et al., 2017)。总之, Falk 等人(2015)认为上述结果

表明, 经过了自我肯定过程后, 健康价值理念变

得更加与自我相关, 从而推进了这一理念与自我

概念的融入, 使得被试接受相关的生活方式。这

进一步说明, 当通过劝说使个体将原本不重视的

某种价值观纳入到自我系统中后, 人们对该价值

观的重视和认同水平会显著提升, 因此可以视为

一种改变固有价值观结构的有效方式。 

3.3  小结 

劝说是目前在实验室情境下改变个体固有价

值观最常用的方法, 通过对相关认知神经研究的

总结和梳理, 可以初步归纳出劝说导致价值观改

变的作用原理：首先, 当被劝说的价值理念不是

基于道义原则的方式进行建构时(如健康生活理

念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是原则性的价值观), 经过

劝说可以使个体在利弊框架下思考问题并做出最

优选择 , 进而提升该价值观的重要性; 其次 , 某

些价值观在经过劝说后会发生认知解构过程, 使

得其存在的合理性下降, 进而可能放弃对原有价

值观重要性的坚持; 最后, 当通过劝说将某种价

值观纳入到自我概念后, 个体会提升对这种价值

观的认同程度, 该价值观的重要性及对行为的驱

动作用也会随之提升。 

4  如何从认知神经加工的视角认识价值

观稳定性与可变性的关系 

综上所述, 价值观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并非一

个非此即彼的问题, 而更应该在一个整体的系统

中讨论为何有些价值观更倾向于保持稳定, 而有

些价值观更容易在外界影响下发生改变。而当从

系统的观点认识价值观问题时, 很多研究者往往

认为其具有等级结构 (hierarchies) 特性 (Brosch 

et al., 2011; Ehret, 2019; Schwartz, 2012), 即个体

所持有的价值观并非具有同等重要程度：越是位

于系统核心层级的价值观, 其重要性及认同程度

越高, 而不同重要等级的价值观在认知加工模式

上也存在差异。因此, 在此理论框架下, 结合认知

神经科学领域的新近研究证据, 本文初步概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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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释价值观稳定性和可变性的认知神经加工模

型(见图 1), 具体内容如下。 
 

 
 

图 1  价值观稳定性和可变性的认知神经加工模型 

 

首先, 人们的价值观系统是具有等级结构特

性的 , 不同等级的价值观在神经结构上存在差

异。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 对个体而言最重要

的价值观, 如保护性价值观, 在大脑中是以一种

基于道义原则的绝对规则方式进行表征的, 涉及

的脑区包括颞顶联合区 (TPJ)、腹外侧前额叶

(vlPFC)和额下回(IFG)等。另外, 保护性价值观在

神经结构上还与人们的自我加工系统紧密相关 , 

涉及的脑区主要有内侧前额叶 (mPFC), 楔前叶

(precuneus)和腹内侧前额叶(vmPFC)等。随着价值

观重要等级的降低, 一般性的价值观可能仅仅是

一系列社会理念和规则的集合, 此时人们需要调

动大脑中与抽象的概念性知识表征有关的脑区 , 

如前颞叶(anterior temporal lobe, aTL) (Duc et al., 

2013; Zahn et al., 2009), 对其进行表征。其次, 由

于不同等级价值观神经结构上的不同, 它们在稳

定性上也有所差异, 这表现为如何对抗外在信息

的冲击方面。具体而言, 保护性价值观基于道义

原则的规则表征方式使其具有绝对正确性, 这使

得其难以其他价值理念所置换; 经历了自我内化

过程, 保护性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个体的

最高价值, 这使其被主观赋予了极高的价值 , 也

使外在的价值评价很难与其相抗衡。相反, 对于

一般的价值观而言, 其神经结构使得它们具有很

大的不稳定性, 从已有的实验干预研究来看可以

分为以下三种：其一, 通过劝说发生认知解构和

规则重组, 主要涉及颞顶联合区(TPJ)、被内侧前

额叶(dmPFC)和颞中回(MTG)等一系列与判断、推

理及决策有关的脑区, 继而使得固有价值观的重

要程度下降; 其二, 当通过劝说使个体在旧有观

念和新的选择中进行利弊权衡时[主要激活顶下

小叶(IPL)、背外侧前额叶(dlPFC)等脑区], 他们可

能遵照功利主义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接受劝说信息

[主要激活腹内侧前额叶 (vmPFC)、腹侧纹状体

(VM)等脑区], 从而放弃对固有价值观念的坚持

(即固有价值观的重要性降低); 第三 , 通过自我

肯定等方式可以通过激活腹内侧前额叶(vmPFC)

发生自我价值整合, 使原本不在自我概念范畴中

的价值观纳入到自我概念系统中, 继而增加其重

要性和稳定性。综上所述, 个体的价值观越是倾

向于以绝对规则和自我内化方式进行构建的, 其

稳定性越高; 越是背离以上神经构建方式, 其重

要性越低, 也就越具有可变性。 

然而, 以上模型仅仅是基于已有研究结果基

础上提出的, 考虑到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证据还不

够丰富, 而其中又有很多基于假设和推测的, 未

来研究还需要将更多的价值观类型及影响因素整

合入该模型中, 不断进行丰富和修正, 进一步提

升该模型的解释力度。 

5  总结与展望  

价值观是个体社会化过程的核心构念(李林, 

黄希庭, 2013)。稳定存在的价值观为人们的目标

达成提供持续的动力, 而改变和纠正个体不恰当

的理念和行为方式是教育和社会媒体的重要工

作。因此, 揭示价值观稳定性与可变性之间的关

系, 并探寻其中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应用价值。虽然目前方兴未艾的脑机制研究为

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但该领域

的研究总体上来说可谓是刚刚起步, 仍存在很多

局限与不足, 未来研究可以在如下方面做进一步

的探讨。 

首先, 需要明确不同重要等级价值观神经表

征的形成机制问题。从已有研究结果来看, 价值

观系统具有等级结构特性, 不同重要等级价值观

在稳定性和可变性上的表现不同。那么, 价值观

系统的这种等级结构特性是如何形成的？对于这

一问题目前尚没有明确的回答, 可能要追溯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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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的形成过程(Boer & Boehnke, 2015)。例如, 

在个体童年时由父母垂直传递的价值观或宗教信

徒强烈认同的宗教团体宣传的价值理念多含有

“必须”的绝对性成分, 且与自我身份认同紧密相

关。而这种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行为准则可能

构成了核心层级价值观的最初成分, 在稳定性上

必然有别于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般价值

观, 但两者是否存在不同的形成路径仍有待于进

一步的考察。再如, 从已有研究证据来看, 绝对稳

定的价值观相比于容易改变的价值观在规则建构

方式和自我内化程度上均有所差异, 但这种差异

是如何在大脑的神经网络中进行分布和交互作用

的, 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对应的关系, 这种对应关

系是否在不同重要等级价值观形成过程中有所贡

献？以上种种问题, 目前的理论框架和研究结果

均无法给出较为准确的回答, 需要今后使用更加

精细化的研究设计和技术手段进行进一步地探讨。 

其次, 应该扩展关于价值观稳定性及可变性

的研究范围。从当前的研究来看, 关于价值观如

何维持稳定状态的, 基本只局限于对保护性价值

观的探讨 ; 而对于价值观改变的神经活动问题 , 

大部分研究都是通过劝说来进行操作的。因为研

究范围相对较小,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只能大致勾

勒出价值观系统如何维持稳定或发生改变的认知

加工机制特点, 难以窥见其整体的作用模式。例

如, 在实验室情境下使价值观发生改变的途径还

有很多, 不仅仅限于劝说(Arieli et al., 2014; Bardi & 

Goodwin, 2011; Hitlin & Civettini, 2017), 它们导

致价值观发生变化的心理加工路径应该各有不同, 

那么其具体的神经作用机制如何？再如, 目前大

部分研究者仅仅从“冷”认知层面关注价值观是如

何维持稳定或发生改变的, 事实上, 其中还可能

涉及到“热”的情感加工因素。例如, 前人研究发现

当用金钱补偿来迫使个体在某些重要观念上进行

妥协时, 个体不仅会因此产生一系列负性情绪(如

愤怒、厌恶等) (Atran & Ginges, 2012; Sheikh et al., 

2012)来对抗这种交易, 还会进一步加强对自己原

有价值观的坚持 , 这被称为“逆火效应 (backfire 

effect)”。虽然 Duc 等人(2013)采用磁共振的方法

对“逆火效应”相关的脑区(包括杏仁核、前颞叶及

额叶−颞叶−边缘系统网络)进行了还原 , 但这种

“冷”“热”加工在大脑中是如何进行交互作用的至

今仍不清楚。今后需要在研究中对上述问题进一

步地拓展, 完善和丰富关于价值观系统等级结构

特性和认知神经加工机制的理论模型, 以从机制

层面获得对价值观稳定性和可变性问题更为全面

和深入的认识。 

第三, 需要探索价值观长效改变过程中的认

知神经机制问题。目前大部分涉及价值观改变神

经机制的探讨都关注于在实验室情境中的短时间

变化, 即从状态层面探讨与价值观变化有关的大

脑反应模式。然而, 很难确定通过实验干预下个

体的价值观是否能够实现真正的变化, 在此前提

下所得到的神经激活模式也就有失于全面。很多

纵向研究表明 , 重大的生活经历 , 如移民(Bardi 

et al., 2014; Lönnqvist et al., 2011)或变迁工作环境

(Sandal & Bye, 2015; Sandal et al., 2011)等, 会引

起价值观系统长效性的改变。前人研究表明, 业

已存在的价值观是有着稳定的神经基础的, 在大

脑功能的自发活动甚至结构层面都有所体现

(Zacharopoulos et al., 2017; Zacharopoulos et al., 

2016)。鉴于大脑是具有可塑性的, 价值观系统的

结构性改变必然对应神经反应模式的显著性变

化。因此, 在今后的研究中, 可以从静态研究视角, 

对比价值观发生改变前后神经自发反应及结构基

础的变化, 以此来为价值观改变的认知神经机制

提供更多的证据支持。 

最后, 可以在丰富理论基础上开展干预研究, 

促进在价值观教育中的实践和应用。当前, 如何

提升核心价值观在个体价值观系统中的重要性和

稳定性 , 将其转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 

是教育和宣传中面临的重要任务(江畅, 2018)。然

而 , 余林和王丽萍 (2013)所做的一个研究发现 , 

虽然中国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认同态

度, 但未能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根据前文

所述, 通过自我肯定等方式, 使个体的价值观和

自我概念发生整合, 在实验室研究中取得了显著

的效果, 目前在国外也被应用于价值观和行为改

变的研究中。因此, 今后的价值观教育实践过程

中可以结合相关的理论研究结果并进一步创新和

拓展, 以促进和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体

信念系统中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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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and variability of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YUE Tong, HUANG Xiting, XU Ying, PAN Sicun 
(Research Center for Psych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stability and variability of values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debate in this field.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began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tability of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The existing neu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when a 

certain value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absolute rules of deontology, or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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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on of self-concept, it tends to maintain a stable state. Otherwise, it may change fundamentally 

under the persuasion of others. In future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nrich and improve the cognitive 

neural processing model that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bility and variability of values. 

Moreover, it is vital to explore the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s that underlie the long-term changes in 

values, so as to promote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e education of values. 

Key words: values, stability, variability,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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